媒体称41篇中国论文被撤再次拷问学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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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22日举行的第17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教育部科技委学风建设委员会主任吴常信的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成了我国近些年来科学道德建设现状的一个注脚。
眼下就有一个例子。
科学道德建设论坛已经连续召开7年，旨在就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开展探讨、向社会展示科技界抵制不良学风，因与会者言辞犀利、频频炮轰学术不端现象而备受关注。就在5月22日论坛“开讲”的前夜，中国科协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有关人员还针对近期的一个学术不端事件召开了近3个小时的会议。
所谈事件，正是前不久英国大型医学学术机构BioMed Central（以下简称BMC）宣布撤销在其属下刊物发表的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理由是“发现有第三方机构有组织地为这些论文提供虚假同行评审”，此事件引起科技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
尽管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但其中令人咂舌的“撤销”数字，还是让不少人再次关注到学术不端及学风建设的老问题，“为什么我们反复说这些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遏制？”
在当天的论坛致辞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就提到这个问题：“如今，学术不端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人人喊打的同时，老鼠还是很猖獗地活着，甚至还有人一边喊打，一边还做老鼠，为什么？”
他说，科技界应该从中央反腐成绩中得到启示。反腐力度之所以大，很大程度上在于决心大、魄力大——要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科技界也该如此，下大决心，加大力度。
“要实现不敢腐”，关键在于要有严厉的惩处，但韩启德认为，科技界当前针对学术不端的惩处力度，并不令人满意。
吴常信对此也有同感。他以“千人计划”入选者王志国学术不端事件为例，这位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前教授、我国某医科大学药学院心血管药物研究所前所长曾被曝光，在两篇不同的文章中重复使用作了修改的同一张蛋白图。随后，对同一问题，王志国所在的国外和国内单位，给出了两种态度——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组成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布于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网站，后撤销当事人职务，关闭当事人所在的实验室。
与王志国合作的国内某医科大学，则对外称“蛋白图重复使用系实验室一名技术员所为”。后来，王志国也辞去了该校职务，并关闭了实验室，但是由其本人所为，而非校方“勒令”的结果。
更令吴常信感到啼笑皆非的是，这所医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意见，该意见称，校学术委员会认为本校与王志国合作的药理实验室研究的数据和结论是正确的。此外，王志国教授作为国际公认的科学家，没有学术造假的的依据。“国际公认的科学家和有没有造假之间有逻辑关系吗？”吴常信问。
在大会上，吴常信还列举了我国多个部门有关科研诚信的明文规定，其中包括，2009年由科技部、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这说明，我们并非没有相关的法规规定，只是执行力度不够”。
正如论坛现场的一位广东省教育厅的干部所说，有规定但不执行，有机构但不作为，如此，即便有了学术不端，要么不查，查了，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没有惩戒和处罚，如何让人‘不敢腐’。”他说。
在BMC撤销论文事件中，韩启德注意到一个细节：41篇被撤销的中国论文，不少是中国医学界的学者所投。这也引出了一个老话题：有的医生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还要为了评职称，在下了手术台后去写论文，这样的论文，质量高的能有几篇呢？
“这事关最高价值的评价问题。”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教授说，通常来看，医生的最高价值取向是救人，教师是育人，而科学家是探索未知，那么，当一名医生的研究和救人发生冲突，该选择哪个？当一名大学教授在出成果和育人之间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选择？
“如果选择结果不符合最高价值，就说明我们当下的评价体系出现了问题。”马石庄说。
第二军医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她说：“对医生、教师应该进行分类评价，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她说，“有的医生，更擅长甚至只擅长给病人开刀、开处方，而不具备做研究的能力，或没有那个时间。如果一刀切，就不免有学术不端的可能性。”
正如韩启德所说，“要想做到不能腐，必须完善评价体系”。
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曾在学校尝试开展一次“去论文化”的改革，其对象是体育老师。“体育老师也要发表文章？把课教好就可以了嘛。”让龚克没想到的是，这个改革想法遭到体育教研组的“反对”。“如果不写论文了，我们怎么评职称呢，你说你篮球打得好，他说他羽毛球教得好，没法比较，该评谁好呢？”结果，论文还是要写。
或许，正应了论坛现场一位教师所说的，以前评职称并不用发论文，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少，现在人多了，处在一种僧多粥少的态势，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除了论文，还有哪种评价更科学？正如高考，就是在第二种选择出现之前一种相对公平且科学的选择。
当然，要做到不想腐，在韩启德看来，还要从科学道德教育抓起。对这一点，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颇有感触。
柯杨从BMC事件联想起和北大新生的一次交流。当着她的面，一位大一新生说，“我的目标是得诺贝尔奖”。柯杨听后哭笑不得：“我不好意思去批评这个学生，因为他讲了一个很励志的想法。但这种声音所折射的，确实不是本着对兴趣、科学纯粹追求而产生的想法，甚至可以说有些急功近利。”
“这和我们一直以来的科学教育以及科学道德教育的缺失不无关系。”柯杨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科学的态度常常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将其奉为神明，以至于对任何学术权威甚至是每个带点头衔的人都会‘膜拜’；另一种就是急功近利，从上到下对科技的功利心，让搞科学的人很难静下心来，甚至会做一些亵渎科学的事情。”她说，BMC事件或许只是一个案例，但从未来学术环境的营造以及未来科学家的培养角度来看，切实有效的科学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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